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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地理
之“中心-边缘”对客家文化的影响
——以福建宁化客家“祖地”建构为例
彭兆荣
（厦门大学 人类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客家”作为汉族中的一个族群，历史上从中原南下，在赣、闽、粤地区休养生息，继而播散海
外，“中原-边缘-海外”也因此烙上了鲜明的政治地理学含义，并生动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化认同与族群认
同中。福建宁化“客家祖地”的建构事件折射出“家国天下”的诸种特点。文章利用旧有资料，以政治-文
化地理学为切入点，就“中心-边缘”对客家文化以及客家群的族群认同的作用、影响等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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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Center-Edge”of the Politics-Cultural Geography on
Hakka Culture
——Taking Construction of“Ancestral Land”of the Hakka in Ninghua, Fuji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PENG Zhaorong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s a group of the Han people, the Hakka has historically mov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to the
south, and has been rehabilitated in the areas of Jiangxi, Fujian, and Guangdong, and has then spread overseas.
Thus the“Central Plains-Edge-Overseas”has also been branded with distinct political geography, which was vivid⁃
ly reflected in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events of“the ancestral land of the Hak⁃
ka”in Ninghua, Fujian Province reflect the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homeland country”. By using old data
and taking political-cultural geography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the“cen⁃
ter-edge”on the Hakka culture and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Hakk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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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当我们思索传统的“家国天下”之“中心-边缘”这一命题时，我们有如下考虑：第一，客家人作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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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从中原（中心）迁移到边陲后的族群文化的变化。特别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主体
存在性”的坚持与变化。第二，客家人之大部栖息、生活在帝国的“边陲”，①而任何“边陲”都是相对于
一个政治地理学的整体存在，——即相对于“中心”的存在。第三，“中原人”历史性地成为“边陲人”，
他们如何在两种文化心态上保持“坚守-融汇”，既“忠诚”于“中原人”的身份，又“自豪”于“客家人”的
文化独特性。第四，客家作为一个移民共同体，从中华帝国的“边陲”再迁徙到世界各地，成为一个典
型的跨境、跨界、跨域的族群。对于“客家”而言，“家”于是有了更为多重的含义，特别是“变通”的特
性。这一特性重新阐释了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家-家园”特别、特殊意义。第五，不动的地理边界与
移动的客家群形成了一个文化交流的“静-动”景观；福建省宁化县的“客家祖地”不啻为范。在那里，
就政治地理学而言，是历史的，又是悖论的，即客家“祖地”本在“中原”，何以移到了“边缘”；这是“客家
化”的政治地理学，——即只能在客家文化中方可获得圆满解释。第六，通过客家从中原迁移到闽粤赣
边陲地带，考察“家国天下”之“疆理体系”②中的政治理想和地理想象。“移动性”使得疆理体系因此有
了新的语义。第七，“中心-边缘”从来不是固定的，亘古不变的；二者不独可以替代、替换；而且包含着
固定的自然地理学与变迁的政治学之间的分离；比如，不同的“地方”相对于“一点”而言是边疆，每个
“地方”又有自己的中心，不同的历史时段、不同的地理形态还可以、可能不断产生新的“地方中心”。
第八，“中心-边缘”可能具有同质性，即我既有“中心”历史政治价值的（身份、族群等）认同，又有着“边
缘”（文化独特性、多样性等）的文化认同。换言之：“我是中心的边缘人”。客家文化即是一个在“边
缘”建构“中心”认同的历史典范，也是破解传统“边界”的样本。
一、政治地理学的政治形貌
中国古籍中所称的“三代”（夏、商、周）就已经出现了“中心 /边缘”的形态，它与秦统一后的国家形
态存有差异，但其“中心 /地方（边缘）”已现雏形。这便是我们讨论具有国家形貌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
要前提。它与数千年中国历史在政治上“大一统”格局相吻合，并形成、发展出了“中原 /边陲—华 /夷”
的逻辑结构。传统中国的“中心 /边陲”经历了一个从发生到不断强化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
帝国政治的独特“范式”表述。
早先的“华夏”并不强调“我族”的核心边界，甚至原本就是“夷夏一体”。杨向奎先生认为：“在华
夏族的构成中，并不止夏周一支，而东夷一支在华夏文化的形成中，是一支重要的组成部分。”③这种观
点较为普遍，最有代表性者当属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他通过详细的考述，确认殷代之祖先起自东
北方。换言之，在“华夏体系”族群认同是由区域的划分衍生出来的。所以，与其说传统的“一点四方”
是地理概念，还不如说是政治概念。
要言之，中华帝国的历史就是这一政治目标的实践和实现过程。客家人认为其文化“源”在中原，
“原”为正统；但成就于边陲，播衍于边陲。这种“边缘”族群的“中心”认同形成了中华帝国政治地理学
的特殊叙事；某种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古代历代原生形态中的一些特性：即“华（性）”因迁徙而“夷
（化）”的“新中心-边缘”说。
二、政治地理学的文化形貌
在中华帝国的政治地理学的体系中，文化的概念在“华夷之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先秦到
清末一直如此。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用以区分民族的主要标准是文化的异同，而不是血统
或种族。因此，为了保持或获得中心地位及正统性，不同的族群文化在“中心 /边陲”等级次序中具有不
① 参见彭兆荣：《边际族群：远离帝国庇佑的客人》，合肥：黄山书社 2006 年。
② 所谓“疆理”，原与古代田地与沟洫有关，即以田地为基本，确立土地范围。《诗经》中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边疆”故有边远的土地的
意思。——笔者。
③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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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地位一样，不同的文化也被纳入了高低贵贱的权力格局之中。区域划分与文化差异形成了“华夏
体系”中区分与排斥的标识。另一方面，根据华夏中心的正统性对其周边远近族群的“可教化”程度的
差异进一步进行递进式“生番 /熟番”的区分与排斥。
这种政治地理学所形成的文化形貌直接带来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认知与后果：1．确立以汉族为主
体的中心价值和“我者”的主位视角；也是“华夏体系”文化认同的终极归属。任何其他民族、族群在同
一个政治地理学的框架内被归入“他者”范畴。2．在这样的政治地理学的框架内，非汉民族、族群，无
论其来自何处 ,也不管其服色、相貌、血统与汉族有多大差异，只要能改从汉俗，惯用汉人的衣服、语言、
文字和生活方式，就可以被纳入汉族的范畴。
但历史上的族群并不总是蛰居于一地永不迁移。两种情况必定出现：1．进入中原的非汉族，以及
随中原王朝疆域扩展而成为其臣民的非汉族，无不以文化上的认同或采借为手段，使自己成为“中心”
和“正统”。2．汉人大量迁出中心地区来到边陲之地，他们会在事实上的“夷化”中仍固守民族的“正
统性”。这种族群认同带有明显的悖论性，却又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华夏体系”。客家人族群的文化认
同就是一个例子。
要言之，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用以区分民族的主要标准是文化的异同，而不是血统或
种族；在我国的传统脉系看，与其说是以想象的民族利益为基础，还不如说是以区域共同的文化和利益
为原则。至少客家人所进行的是“双重认同”，甚至“多重认同”。
三、政治地理学的区划形貌
如上所述，中国历史上的“帝国边陲”是一个政治地理学概念。现行的“帝国”含义虽是西方“舶
来”，但我国并非没有“帝国”自称的传统意义。远古时期，中国就有“三皇五帝”之说。不过，有些学者
并不同意以“帝国”的概念来指涉中国。钱穆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比较中国与古罗马的国家性质时钱
先生认为：
罗马政府的性质与希腊市府一般。后来逐步向外伸张，始造成了个伟大的帝国，这一帝国之组织，
有他的中心即罗马城，与其四围之征服地。……至于中国汉代，其开始并没有一个像希腊市府般的基
本中心，汉代的中国，大体上依然承袭春秋、战国时代，只在其内部组织上，起了一种新变化。这一种
变化由封建式的统一转变为郡县式的统一。因此汉代中国，我们只可说他有了一种新组织，却不能说
他遇到一个新的征服者。罗马帝国由征服而完成，汉代中国则不然。那时的中国早已有他二三千年以
上的历史，在商、周时代，国家体制早已逐渐完成了。一到汉代，在他内部，另有一番新的政治组织之
酝酿与转化。因此在罗马帝国里面，显然有一个“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两部分之对立，而在汉代中
国，则浑然整然，只是一体相承，并没有征服与被征服者之区分。西方习惯称罗马为帝国 (Empire)，汉代
中国决不然，只可称为一国家 (Nation)。照西方历史讲，由希腊到罗马，不仅当时的政治形态变了，而且
整个的国家和人民的大传统全都变了，由希腊人及希腊市府到罗马人到罗马帝国。而那时的中国，则
人民和国家的大传统，一些也没有变，依然是中国人和中国，只变以他内部的政治形态，由封建到郡
县。①
钱先生不同意使用“帝国”，原因之一是中国不存在征服问题。原因之二是希腊罗马国家的市政建
设有城中心，四周则属于“被征服者”。原因之三是中国的大传统没有变化，浑然一体；所变化的只是
由封建到郡县的政治形态。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钱先生的观点是可商榷的，因为“帝国”的中心一
直在历史性地发生变化，自古以来，“迁都”从来没有中断过；也因为历史上有不同的“民族”曾经统治
过中国；又因为王城（都城）从来就有“城-郊-野”的建制。
客家文化如果有“超越”，那么，首先就是超越了帝国的行政区划。历史上在中原发生的“五胡乱
华”、人口膨胀、土地资源匮乏、生态问题等出现多次汉人南迁事件，他们在赣闽、粤交界地区，具体地
说，在罗霄山脉、武夷山脉和岭南所围构的广大地区找到了休养生息的理想地方，并与原住民和百越民
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第 9-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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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交流融合，断而又通过海路和陆路向外域播散，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然而，区划形貌有时也是一柄双刃剑，比如改革开放后，国家强盛，提升、提醒了那些播散于世界各
地客家人寻根谒祖的观念和意识，修建“客家祖地”成了一个具有凝聚客家人集体意识的一项“工程”；
然而，这一工程修建在哪里？“客家祖地”也因为历史和现行的行政区划导致了原属同一个文化圈和人
群共同体发生对遗产资源的“争夺”。但是历史上对这一地区的官方行政区划，以及由于行政区划在时
间推移中越来越表现为政治话语的权力和能量，导致了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的不同客家群开始了对
客家资源的争夺。即使在 20 世纪下叶的“新客运动”中，也因为历史和现行的行政区划导致了原属同
一个文化圈和人群共同体发生对遗产资源的“认同 /争夺”的事件。
四、政治地理学的地理形貌
地理形貌是人类最初认识世界的物质形态和空间形态。人类原始社会的两个认知发生学上的“基
石”是自然-文化 (Nature/Culture)。这不仅是人类学这一学科看待人类发展的两大出发点，也是后来确定
“国家”的条件和归属。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书《禹贡》就记录了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16 世纪左右夏
朝时代“国家”的行政区域形貌。
中国远古的这一以“地理”为经，以“天理”为纬的原理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虽然在夏禹时代并
非按照所谓的九州岛实行管理，在此基础上的历史陈说也大抵根据这一线索。① 既然不同的地理养育
了不同的人文，大一统的帝国必然要通过这一地理脉络实行管理。
水系是政治地理学的另一个生动写照。中国的历史，因大禹治水而有《禹贡》。古代国家的地理特
征几乎与水结伴而成，它们既亲密无间又冤家路窄。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古代国家的目的时得出一个很
一致性的观点。水系的自然形貌属于地理性，它的流向以及所形成的水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
以，水系的人文化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华夏文明从先秦就已经开始了对水的人工作用、灌溉、疏导、凿
通等活动。关于水系，钱穆有一个观点值得重视，他认为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流域，但人们所认识的黄
河本身其实并不具有灌溉和交通的功能。在与世界上其他三个古代文明进行比较之后，他认为：
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于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
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那一种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
带，这是一个水桠杈，中国古代书里称之曰“汭”，汭是在两水环抱之内的意思。中国古书里常称渭汭，
泾汭，洛汭，即指此等三角地带而言。我们若把中国古史上各个朝代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分配在上述的
地理形势上，则大略可作如下之推测。②
简言之，华夏文明的发生与水系的地域性支流直接联系。所以，华夏文明与交错纵横的水系统有
着渊源关系。而客家人历史上的“南下”，水路是一个最重要的迁移方式。而赣江、汀江等流域都在客
家迁徙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五、作为“祖地”的地理文化符号
许多客家人通过文献考证，宁化石壁，在客家的播迁史上有显要的地位。不少客家学研究者认为，
自中原南迁的客家先民，大部分曾途经或栖止过宁化县，甚至具体到宁化石壁村。如 1912 年英国教士
艮贝尔在《客家源流与迁移》一书中说：“今东之客家，十有八九皆称其祖先系来自福建汀州府宁化县
石壁村者。”《嘉应州志》卷 32《丛说》也说：“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高。所有戚友，
间其先世，皆宁化石壁乡人。”罗香林在《宁化石壁村考》一文中认为，广东各姓谱乘，多载其上世以避
黄巢之乱，曾寄居宁化石壁村葛藤坑，因而转徙各地……究之事出有因，非无实据，不可忽视也。③
①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先秦至汉晋时期）》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第 14-17 页。
②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第 4-5 页。
③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影印本，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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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客家祖地”的符号价值和意义重大，各地的客家人都希望能够将这一符号移植到所属
区域和地方，各地也从此开始了“比贡献”的活动。梅州在 1989、1990 年分别举办了两次学术研讨会交
流会。1991 年 5 月在上海召开的上海首届客家学研讨会暨联谊会可以作为各地纷起各家热潮的一个
起点的标志。各地既然都要大力发展客家事业，吸引海外客人，彼此之间表现出友好的竞争气氛。
与此同时，各地也同时出现了“比功绩”的潜力。“会议上江西人争占客家摇篮地位，但福建及其他
省市特别是一些全国性的出版单位，学者都站在史实的立场上，肯定宁化石壁的地位……会议期间，上
海电视台国际部找我们，提出要到宁化摄客家的专题片，向海外发行，当时有闽西的代表提出也摄闽西
的，他拒绝，表示只摄宁化的专辑。”这一段话引自《出席上海首届客家学研讨会情况汇报及有关开发
客家祖地的建议》。①这虽是一家之言，但至少表明了不同地区为争夺资源的客观事实。下面让我们看
一下，各地客家运动的发展情况。
梅 州
嘉应大学研究 1989.9，
广 东 梅 州 客 家 联 谊 会
1989.12，梅州客家研究会
1994.8，嘉 应 民 俗 学 会
1984.12，客 家 民 俗 报
1985.1，客 家 研 究 辑 刊
1990.3，客家人1990.3，客家
大观园 1994.12，客家研究
学校流会 1989.12，世界客
属恳军会 1989.12，客家学
术交流会 1990.10，客家人
与当代潮流、学术研讨会
1992.11，第 12 届客属军大
会1994
闽西（长汀）
龙岩师专客家研
究室1989.5，闽西客家
研究会1991.9，汀州客
家研究会，汀州客家
博 物 馆 ，客 家 纵 横
1993.7，闽西客家学研
讨会1992.9，首届客家
方 言 学 术 研 讨 会
1993.9，汀州建州千年
庆典暨汀州客家文化
联谊会 1993.10，世界
客家公合母亲何（自
1995年始）
宁 化
宁化客观研
究会 1991.3，宁化
客家宗亲联谊会
1992，宁化客家研
究 1991.5，客家俗
文 化 节 1992.11，
客家公元世界客
属祭祖大典（1995
年始），宁化壁与
客家世界学术研
讨会
赣 南
赣南师范学院客
家研究所 1991.3，赣
南中华客家研究会
1992.1，客家1993.9
客家人 1993，赣
南客家学术研讨会
1992.1
表中可以看出各地的客家运动发展情况之一斑。无论是“比贡献”还是“比功绩”，都事实上推动
了“新客运动”的发展。也促进了全球客属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将“地方”与“中国”，再与“世界”联系
在了一起。各种“边界”既参与了客家认同事业，也参与了“资源争夺”的事件。
六、宁化石壁：“客家祖地”的创建
在客家运动中，宁化，长汀、赣州与梅州相比都处于一种劣势。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历
史，希望通过蛛丝马迹来证明自己在客家形成史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下，还有比石壁这个符号更好
利用的吗？当地政府和文化界可能这样分析：既然客家人都称自己源于宁化石壁村，那么不也就意味
着，石壁是所有客家人的祖籍地、故乡吗？中国人慎终追远，一定都要来看祖宗生息的地方的。所以我
们只要通过大量的史实去论证宁化石壁这个符号的真实性，并且进一步地赋予石壁以客家祖地的意
义。
（一）政府开发客家祖地的策略
1. 开展客家史研究的正本清源
通过开展石壁与客家史关系的历史研究，寻找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其客家祖地的地位，并通过媒体，
如广播、电视、报纸来宣传宁化客家祖地的地位，举办研讨会，来扩大其影响，近些年来，宁化已经先后
① 宁化客家研讨会文件，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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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了下列出版物：《宁化客家研究》（刊 2 期）《客家的第二祖籍——宁化》、《客家人分与宁化石壁》、
《客家摇篮——宁化石壁采风纪实》、《宁化客家百氏》、《石壁之光》、《客家魂》（3 期）、《宁化石壁与客
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向中央、地方海外数十家单位提供数据。介绍宁化石壁，协助拍摄录像
片。1997 年又举办了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的学术研讨会，这些舆论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并确认了
石壁客家祖地的地位。
2. 以祭祖仪式为核心的观光策略
据客研会的人说，设置祭祖仪式的动机是源于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海外人士的寻根问祖的
浪潮的启发。据当地民众说，许多姓氏的祠堂找不到，就不如建一个百姓祠堂，每个姓都可以来拜。很
显然，这个百姓祠堂，是由海外人士引起，也应了开发经济的目的，为海外人士修建起来的。在海外的
客家人中，传统观念和仪式依然有其相当的生命力，回乡省亲最大的事就为了祭祖寻根，那么建立公
祠，开展公祭仪式，是最好的作为牵动客家人之心的工具。
在公祭仪式的基础上，再挖掘多处的旅游景点，建设成客家民俗文化村，等来创建完备的“客家之
旅”的线路。当地政府对于以公祭为中心的客家之旅的发展前景持相当乐观的态度，当地旅游局局长
对旅游前景作了展望，并计算了一下效益情况：
由于历史的延续，文化的积淀，传统观念的传承、石壁“寻根谒祖”专线旅游，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里，兴盛不衰，据了解，目前，港、澳、台地区及世界七十多个国家的客家人士有六千万，如果在 10 年
内，有 20%的客家人参加“石壁寻根”，即 120 万人，每年平均入境来石壁寻根谒祖者可达十二万人，这
是一个相当大的潜在特种旅游市场。①
上述分析显然并不切合实际，但这样一种心态肯定成为当地开发客家祖地的最根本动机。
(二)实践
宁化县 1991 年 3 月成立客家研究会。1992 年经过认真准备，于 11 月 18-20 日举行了宁化县客家民
俗文化节。文化节上举行了 10 万人的文艺踩街，石壁客家公祠的奠基和祭祖仪式。召开了客家史与
客家文化的研讨会和经贸洽谈。从艺术节最终的效果看，并不理想，海外人士只有 23 人，经贸洽谈的
议项大半未落实。但对当地而言，至少在当时，它是宁化有史以来第一次涉外大型活动，它的成功不仅
取得了直接的经济效益，而特别对今后宁化的对外开放、外引内联、发展旅游、发展经济和文化有深远
的影响。在宁化对外的宣传中，成果是明显的，我们看几则有关于宁化的新闻：香港《华侨报》1991 年
10 月 15 日载（菲律宾《世界时报》泰国《中华日报》香港《文汇报》转载）文，标题为“闽西宁化县石村为
客家南迁中转站”。另：《人民日报》1992 年 12 月 12 日载文标题为“宁化石壁为客家摇篮”。
1993~1994 两年，由于当地发洪水，客家公祠及其相关的活动都暂停了，外联工作仍在进行。1995
年，县政府投鉅资兴建客家公祠。在海外客属组织的合作，市政府的支持下，11 月 28 日举办了“石壁客
家公司落成暨’95 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此间共有海外的八个客属社团的 142 人参加，国内各
客家地区，省市委府的领导，中央地区共 26 家新闻单位和各地的乡亲几万人，按传统仪式对客家一百
多姓氏的先祖英灵进行了朝拜祭祖祀，并由海外客属乡亲筹集资金 60 万元，建立公祠基金。在随后的
工作总结中当地政府作了这样的说明 :
（1）宁化石壁客家祖地在海内外得到更为广泛和深刻的认同。
（2）客家公祠成为客家的总家庙……公祠的祭礼朝拜活动开始步入正轨。
（3）进一步提高了石壁在世界上的知名度。
随后的 1996 年至 1998 年都继续举行了世界各属祖地祭祖大典。
(三)文化精英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
我们在这里要谈一下当地文化精英对客家运动的促进作用。正是这些文化精英，率先从客家文化
的研究中，感到客家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他们一边论证石壁是客家祖地之时，就开始督促政府着手客家
的事业。刚开始，县领导对其表示怀疑，甚至还担心《石壁——客家人的第二祖籍》引发宗族观念抬头
① 蒋道钟 1998“试论石壁客家祖地旅游文化体系的构建”，载《宁化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 年，
第 236－2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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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当他们提出要建设客家公司时，县领导对客家文化及其巨大的潜力知之甚少，正是在他们的鼓动
下，县领导才接受了这个东西，从此开始客家运动的。
这些文化精英在整个运动中，起到了两个作用：（1）他们的理论研究，和舆论上的宣传，在一定程度
上确立了石壁在客家史中的地位，而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再谈运动的发展、旅游事业的发展等。（2）
他们以学者的眼光、学识不断努力去尝试纠正政府的一些不合实际的功利行为。例如，1995 年公祭仪
式之后，当时的县委就出现了急功近利的苗头。客家研究会的刘善群会长为此向县里提出建议和
意见：
第一，祖地建设从投入到产出的转变问题，认为“如今领导把注意力转到经济效益方面，重视经济
效益，这是对的，这实际上也是建设祖地和客家工作的最终目的，但当前在石壁作为朝圣中心的位置，
还没有真正形成共识和确认的情况下，急于求成，把中心放在经济效益上，可能把人吓跑、怕来或不敢
来。
第二，客家祖地不是单纯的旅游产品，而更重要的是情之所在。
第三，要使石壁客家公祠真正成为客家人的朝圣中心，要使客家牌经久盛大不衰、卓有成效地打下
去，必须进一步深入广泛收集各种文献数据，从各方面加以论证，不仅让客家人认同和接受石壁是其祖
籍地这一事实，而且要使学术界，舆论界都折服，都认同，方能使石壁成为客家人不仅是史实上的圣
地，而且也是心目中的圣地，石壁热方能永续下去……。①
要言之，文化精英的使命感——发展本地文化的信念，促使他们与政府合作，在客家运动中，他们
利用自己的长项，学术研究，为这一目的服务。
结 语
客家人从中原南下，栖息于赣、闽、粤三大山脉之中，休养生息；进而再出发，散布于世界。他们是
一个苦难、坚强而伟大的共同体。笔者祖籍江西泰和，为客家栖息地，与赣州一江之隔，有机会体察到
客家人的坚韧与勤劳。对于客家人，地理性“疆理”有着独特的脉理。历史上的任何“边界”对于客家
人来说，就是跨越性的。
【责任编辑：黄 玲】
① 刘善群：《对我县当前客家工作的几点认识》，1996 年，第 60-64 页。（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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